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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平等：
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性别叙事（１９６３—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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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先后有近１０万名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其中极大部分安置在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虽然此举主要出于解决上海青年尤其是女青年在沪的安置困难问题，但长期以来，这一历史事件仍被

冠以平衡性别比例所致，即解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男性的婚姻问题。作为当时大规模人口迁移工作之一

部分，支援新疆的上海青年中的确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女性青年平衡男女性别比例。需要注意的是，政策本

身却显示出性别的不平等，即就劳动力而言，女性在当时并不占优势，故上海强调要多动员女性而新疆则

反之。随着上海女青年进入新疆这一特殊场域，她们又通过与男性一样的劳动平衡了此前所谓的劳动力

不平等问题，将个人奋斗融入了国家主流叙事，也就是性别平等这一进步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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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中国妇女史抑或说性别史的书写中，有两个关键词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婚姻，二是劳动。
诸多论述已对这两个关键词所代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既发现了其蕴含的深刻意义，也指出了所

呈现的问题。就婚姻而言，已有大量研究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１９５０年《婚姻法》颁布所带来
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婚姻法》的颁布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作用

又在不同时段、不同地方产生着不同影响，并非呈现出直线上升的态势。① 对劳动的研究发现男女之

间既存在性别畛域，但在追求平等的同时也存在无视性别界限的情况，相同情况下，女性往往会为劳

动付出更多。例如，对“铁姑娘”的研究发现，在通过劳动体现男女平等的同时存在女性消失的现

象。② 又如，也有研究通过对女性参加劳动发现，妇女其实需要承担更多的工作，尤其是家庭劳动方

面。③ 总之，这些研究表明当代女性问题研究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而这又是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

点、不同群体展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尤其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新疆兵团”）吸纳了不少内地女性。

有研究从妇女个体出发，探讨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进疆妇女婚姻问题，发现这些妇女“在国家政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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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下为了寻求解放而坚定出走，在面临婚恋问题时，通过自我意识的建立，个人经历与集体、国家和时

代背景的连接，发展出颇为复杂却极具主动意识的解读。”①换言之，婚姻问题并不只是婚姻，还包括

与女性个体相关的其他因素，如集体、国家、时代背景等，这其中也包括前文所述的“劳动”。不过，有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进疆女性身上，婚姻是一个被不断关注的问题，往往认为女性安置在新疆

兵团的目的在于解决男性婚姻问题，而且，这种叙事在此后进疆的女性身上被不断叠加。

基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的西北边疆危机、新疆兵团的广阔安置空间以及上海的就业压力，故在
１９６２年夏天，从新疆考察回来在上海养病的农垦部部长王震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商定，由上
海动员青年支援新疆。此后，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共有近１０万名上海青年支援新疆（极大部分安置在新
疆兵团）②，其中便有不少女性，在这批女青年身上，同样延续了此前的叙事。例如，１９６２年１２月，上
海团市委副书记蒋文焕在欢送上海青年赴新疆兵团农一师参加农业劳动的讲话稿中便指出：“女青

年还怕与少数民族结婚。”③这就表明，对广大上海女青年来说，婚姻问题是她们奔赴新疆的一个重要

畏惧之处。又如，１９６３年７月，上海团市委统战部在《当前工商界子女在支援新疆建设中的思想动
态》中也提及，社会上“有些恶意的说法和谣传：如，新疆因为有几十万解放军没有结婚，所以要动员

女青年到新疆去”。④ 但事实上，无论是现实环境还是进疆的缘起，上海女青年与此前进疆的女性都

有很大不同。同样，女性群体也有自己的特性，单就进入新疆的女性群体而言，５０年代进疆的女性与
６０年代进疆的上海女青年大有不同，譬如年龄、文化、家庭出身等。那么，这就需要追问，这种叙事是
如何形成的？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即历史本相如何，此后又是如何发展的，国家与女性本身在其中

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对此，本文借助于上海、新疆两地的档案资料以及对部分“上海青年”的口述访

谈等材料，对上述问题予以解答，以丰富我们对新疆兵团女性历史及相关问题的理解。

一、新疆兵团的女性历史叙事

之所以会造成前述上海女青年支援新疆是为解决当地男性的婚姻问题，其直接原因就在于历史

上确实存在这一突出问题，构成了这一问题的既定史实。对此，有论者指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转战
南北的２０万解放军官兵留在新疆屯垦戍边，当年在内地征召女兵开赴新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解决这些屯垦戍边军人的婚姻和家庭问题。⑤ 究竟有多少女性进疆，目前仍有一定争议。有论者认

为当时有５万女性远嫁天山。⑥ 但也有论者统计发现，１９４９—１９５４年，参军支边的女青年有一个逐年
递增的过程，先后共计４万多人，到１９５６年，部队指战员的“老婆”问题基本得到解决。⑦ 由此可见，
内地女性大规模进疆的时间截至１９５４年，人数约在４—５万。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差异。例如，１９５２
年１２月，新疆军区按中央批准的计划从内地接收知识分子、年轻妇女共１４１７４名，其中：军委分配
３５９４人，西北军区分配２１７人，各省市招聘８６０５人，山东妇女１５３２人。⑧

既有研究发现，当时进疆的女性以湖南、山东为主，但两地进疆的女性又有一定差异。例如，山东

女兵较湖南女兵的文化程度更低，其中，１９５４年进疆的６０００余名山东女兵中大都是农村妇女，文化
程度低，初中毕业１２人、高中毕业２人，相比之下，湖南女兵文化程度较高，这样一来就影响到她们进

９５１

·劳动与平等：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性别叙事（１９６３—１９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王颖、石彤：《组织动员下新疆支边妇女的婚恋研究》，《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易海涛：《制造“十万”：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数与历史记忆》，《安徽史学》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蒋文焕同志在欢送上海青年赴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参加农业劳动讲话稿》（１９６２年１２月），上海市档案馆

藏，档号：Ｃ２１－２－２０３１。
团市委统战部：《当前工商界子女在支援新疆建设中的思想动态》（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６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Ｃ２１－２－２２８５。
董之林：《从“故事”到“事情”（序）》，张吕、朱秋德编著：《西部女人事情———赴新疆女兵人生命运故事口述实

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页。
公丕才：《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白皮书》，《西部人》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朱茂洲：《王震将军与新娘招聘团》，《党史博览》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新疆军区后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经营大事记》，１９９６年印，第６７页。



疆后的工作性质，前者主要奋战在农业生产一线，后者则多从事教师、医生、科研、艺术等行业。① 由

此可见，女性的来源、构成及其进疆后的命运都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值得注意的是，除新疆兵团巨

大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外，进疆的广大内地女性也有自己的选择动机。有研究发现：无论是试图

获得求学机会的农村女青年，期望改变出身的“地富妇女”，还是寻求进步的青年女学生，个体的进疆

选择本身就体现出她们对传统依附的性别模式的抗争。对此，也有研究通过口述访谈发现：与一直留

在内地的生活比，她们中竟很少有人怀疑自己当年报名参军的决定。②

不难发现，新疆兵团和进疆女性都有自己的需求所在，这也是广大内地女性进疆历史的一体两

面。从广大女性的角度来说，有这样或那样的因素造成她们进疆，而对于新疆兵团来说，这项举措的

出台受到了男女性别失衡的影响，这也是规模化移民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有论者指出：

“后来，在移民问题上，国家始终注意性别的比例，这极大地稳定了边疆人口，有利于边疆的开发和建

设。”③确实，不只是在新疆，在北大荒也存在与新疆兵团类似情况。１９５８年，在王震的动员和率领
下，１０万转业官兵来到北大荒垦荒。这支队伍便成了开发和建设北大荒的第一批生力军。北大荒寒
冷荒凉，复员转业军人很难找到女朋友成家。许多人到了３０多岁还找不到对象，发出了“人到三十
五，还是王老五”的感叹。为此，王震下令：放假两个月，每人带上粮票和布票，回老家找老婆去。④ 此

后，这个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９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
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确定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从内地动员５７０万青年到边疆和少数民族
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其中，动员的对象“男女人数应该大体相等”。⑤ 这也进一步说明从内地向边

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移民需要注意平衡性别问题。

图１　１９５２—１９６２年新疆兵团人口性别比变化趋势图（女＝１００）

　　资料来源：李福生主编、方英楷著：《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下卷，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５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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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图可见，长期以来，新疆兵团的男女性别比一直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男
女性别比从总体来看在不断降低，但在一段时间里也会呈现一定的反弹，例如，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男女
性别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１９５６年甚至达到了极值，这与前述大批内地女性进疆的史实存在一定抵
牾。如果数据本身没有问题，这就说明在讨论女性进疆时既要考虑到国家推动“男女人数应该大体

相等”，更要注意到不同时段的特殊情况。换言之，既要考虑女性进疆在于解决性别平衡问题，但更

要考虑这个问题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由此，在考察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女青年时，既要注意其中呈现出的与此前安置内
地女性的一致性，即“男女人数应该大体相等”，也要注意到其中所呈现出的特殊情况。就一致性而

言，在当时安置的上海青年中女性确实占多数，这就延续了此前安置内地人口的惯性。从这一点来

看，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女青年的目的似乎主要就在于婚姻二字。这也可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相

关指示中找到部分证据。１９６２年新疆伊犁塔城发生边民外逃事件。对此，毛泽东主席在指示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党委正确处理事件、做好善后工作的同时，对新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研究。１９６３年９
月２８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召集周恩来、朱德等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和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专门讨论新疆工作问题时提出：“要帮助解决到新疆去的汉族劳动

人民的婚姻和其他困难问题。”①不过，要注意的是，毛泽东此处所指主要还是“汉族劳动人民”，也并

不只是婚姻问题，还包括其他困难。而且，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女青年也并非只是婚姻二字所能解释，

有其特殊原因，需要从上海的就业、城市人口以及新疆兵团的相关问题中做进一步探讨。

二、劳动、就业所体现出的性别平等与不平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关于女性解放的话语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在上海同样

存在，而且在新疆兵团安置上海青年的过程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总体来看，因性别差异的存在，

男女在当时的择业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不平等，但通过女性的劳动和奋斗，又在某种程度上消弭了这

种性别鸿沟。

（一）为什么要强调更多动员女青年———性别上的不平等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央加强了对城市人口的精简工作，其中，被精简的人口中有不少便是未能

继续升学的青年学生。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日，《劳动部党组关于加强城市闲散劳动力的安置和管理工作
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不能继续升学的青年学生是闲散劳动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计划、有步骤地

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闲散劳动力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这仍然是安置的一个首要方向。”②１９６３
年１２月２０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向中央报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今后十八年
内，全国大小城镇平均：每年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约有二百九十六万人，除大部分可在城市升学、就

业外，每年需要安置下乡的仍有一百三十万人。这些人，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如果每年能够动员下去

百分之八十，就有上百万人。”③作为当时全国人口最大的城市上海，肩负着人口疏散的重任。有研究

发现，经过１９６１—１９６４年的人口精简，到１９６５年为止，上海共迁出人口１６０余万人，净迁出７６万
人。④ 在这些疏散的人口中便有不少女性，其中就包括本文所讨论的进疆上海女青年。

之所以要更多地动员一些女青年，既考虑到男女比例平衡的问题，更与上海当时确实有太多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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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新疆要做好经济工作和增强民族团结》（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１９４９—２０１０年）》，第２２９页。

《中共中央批转劳动部党组关于加强城市闲散劳动力的安置和管理工作的报告》（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央档
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第４１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
４１５、４１６页。

《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等文件的

通知》（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６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
第４５册，第５２页。

邱国盛：《职工精简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期的上海城乡冲突及其协调》，《安徽史学》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年无法安置有直接关系。１９６２年４月２６日，据上海团市委内部刊物《团的情况》上一篇题为《郊区农
村干部和社员对职工回乡的反映》一文谈到的，郊区农村干部对回乡的城市居民普遍存在抵触心理，

对此，有些干部提出“六要六不要”，其中第一点就是“男的要，女的不要”。① 这其实就是要能干活

的，因此女性首先就被排除在外。由此不难发现，经年累月下来，社会上女青年滞留较多。１９６３—
１９６６年，上海社会青年中女青年约占７０％。② 因此，上海有关部门在制定动员政策时便要求多动员
一些女青年。１９６３年５月，在上海市劳动局、团市委、教育局等单位联合印发的《关于动员青年参加
新疆农一师生产建设的工作意见》中便指出，要求尽可能多动员一些女的，对少数已婚女青年如果夫

妇双方都愿意去而又没有子女拖累的也可吸收。③ 经过多方商议，上海最终将“多”定义为：各区对女

性比例仍掌握在５０％左右，可以超过一些，但不要超过６０％。④
有研究通过口述访谈发现，当时新疆兵团存在“欢迎女同学，优先女同学”的现象。⑤ 确实，基于

部分女青年的历史记忆和上述客观数据，可以发现上海需要输送更多女性前往新疆兵团，但问题在于

新疆兵团当时是否还像此前一样需要更多的女性？

如前所述，在安置上海青年之前，新疆兵团便有安置大量内地移民的历史。有论者对 １９５４—
１９７４年新疆兵团人口增长进行研究发现：在１９６１年之前净增人口６９万余人，年均增长率４９．３７％，
其人口增长主要靠国家政策性迁移；在１９６２年之后，净增人口１３９万余人，其中自然增加人口约８７
万余人，自然增加人口超过迁移增加人口３４万余人，人口的自然增长量超过了人口的迁移增长量。⑥
也就是说，在１９６２年之后，新疆兵团的人口更多源于自然增长，这就在某个侧面反映当时并不再像此
前那般亟需内地移民。而对于女性的需求也同样如此。１９６５年６月，新疆阿克苏专区工作组在江苏
常州招收支边青年，工作组希望男女各占５０％，但同时又发现当地女青年占比在７０％以上，因此认为
各５０％的比例完成有其客观困难。⑦ １９６６年５月５日，新疆兵团农三师招收的沪、浙青年工作组首
批５２人抵沪。经协商，确定农三师上半年在上海市杨浦、虹口和南市三区共招收５３００人，其中３００
人是因上海方面要求而增招的。⑧ 上海的安置能力有限，这从本质上决定了要有更多的青年尤其是

女青年到新疆去。

１９６５年３月７日，在“三八”节前夕，《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从１９６４年春天到当前，有１６万余
名城市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业第一线，朝着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的方向前进。⑨ 显然，《人

民日报》对城市女青年上山下乡是持高度肯定的。不过，１９６６年３—４月召开的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
年领导小组工作座谈会认为：“城市用人单位，凡是能用女青年做的事，尽量多用女的，以免造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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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农村干部和社员对职工回乡的反映》，《团的情况》（１９６２年４月２６日），单印本文件。
详见《当前社会青年的一些动态》，《团的情况》（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２１日），单印本文件；《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办

公室会议和１７级以上干部会议记录》（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Ａ６２－１－２９；共青团上海市委：
《关于动员社会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的宣传教育工作意见（草案）》（１９６５年２月１３日），《团的情况》，单印本文件。

《上海市教育局、团市委关于动员青年参加新疆农一师生产建设的意见》（１９６３年５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号：Ｂ１０５－８－１５。

上海市知识青年参加外地建设工作小组：《关于赴疆青年审查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补充意见》（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１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Ｃ２１－１－１０５０。

张百顺：《西部边疆上海女知青采访录》，《中国青年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５期。
刘绍文：《新疆兵团人口增长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阿克苏地委：《转发阎泽民同志关于接待安置江苏支边青年学生有关问题的来信》（１９６５年６月），阿克苏地区

档案馆藏，档号：１－３－５０１－１９。
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版，第２０４３页。
新华社：《继承前辈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决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批女知识青年在农村落户生根》，《人民

日报》１９６５年３月７日，第２版。



问题。”①这就说明，女青年的安置问题在当时来说并非易事，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总体来看，青年

的输出地要输出更多女青年，而接收地则不愿接受更多女青年，因为女性在当时首先是被当作劳动

力，然后再是性别（婚姻）问题。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在报名时女青年的人数更多。② 例如，据杨浦区劳

动局１９６６年５月统计，全区报名的１８３５人中女青年达１０８４人，约占近６０％。③ 总之，新疆兵团安置
的上海青年中男性多于女性，而非“常识”———女性多于男性。

（二）“平等”的竞争———劳动与婚姻

有论者指出，对于妇女而言，能否参加工作才是获得解放的根本。进疆参加生产劳动获得了解

放，改变了出身和地位，对于妇女而言，具有重要的个体解放意涵。④ 不过，这种个体“解放”并非一蹴

而就，而是需要广大女性在“工作”中勇于付出，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其中就包括婚姻权利，是基

于劳动（就业）基础之上的性别平等。

一方面，广大上海青年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更为恶劣。截至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共有６．５万余名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兵团，其中分布在南疆的有 ５．３万余人，占 ８２．
０５％；分布在北疆的有１．２万余人，占１７．９５％。⑤ 新疆的地形特点是“三山”夹“两盆”，北有阿尔泰
山，南有昆仑山，中部有天山。新疆兵团的大部分农牧团场分布在两大盆地边缘，少数农牧团场分布

于天山、昆仑山和阿尔泰山山区。⑥ 尤其是上海青年的主要安置地新疆兵团农一师、农二师，均分布

在天山以南，条件更为艰苦。⑦ 因此，对于上海青年尤其是女青年来说，来到这里无疑需要承受更多

的劳作之苦。另一方面，广大上海青年参与了新疆兵团的各项艰苦工作。据粗略统计，１９６３—１９６６
年赴疆的上海青年中，工作在农牧场占８６％、工交企业占３．４％、基建占７％、文化教育占１％。⑧ 换言
之，绝大多数上海青年从事着体力劳动，尤其是与农牧业相关的体力劳动，譬如开荒造田、兴修水利

等。这些劳动总体上呈现出艰苦二字，而上海女青年可以说是一个不落，基本上都经历过。据１９６３
年进疆的上海女青年鱼珊玲回忆，她到新疆后既参加过开荒，种过小麦、玉米、棉花，也参加过推土方、

挖大渠、清淤等最繁重的劳动。⑨ 女青年需要证明自己，一是男女平等，二是到新疆来的目的是支援

新疆。广大上海女青年的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她们在劳动中所追求的“平等”，而这种努力和

付出最终又通过个人发展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就个人发展而言，上海青年在新疆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职业发展。除农牧业、工业等领域活跃着广大上海青年外，无论是在最初招收还是后来的转

岗、提拔等，上海青年更多还是活跃在科教文卫等领域，从而展示了其知识青年的特长。当新疆兵团

在上海招收青年伊始，各单位就注重在上海招收相应的人员到新疆从事科教文卫工作。早在１９６３年
１０月１４日，新疆兵团的统计便显示，当时在上海招收的２５４８名初高中毕业生（初中４７６人、高中
２０７２人）都被分配到了财贸干部学校、医学专科学校、政治干部学校等单位学习，或直接分配到各师
从事相关工作。○10 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更多上海青年被抽调至科教文卫岗位，为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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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知青办：《知青工作文件选编（１９６２—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印，第６４—６５页。
鱼珊玲１９６２年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当她知道新疆招收女青年时便主动报名，其中就业是主要因素。易海涛

对鱼珊玲的口述访谈，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０日，上海市宝山区鱼珊玲家中。
杨浦区劳动局：《关于新疆工作的情况汇报（二）》（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杨浦区档案馆藏，档号：４７－４－１３２。
王颖、石彤：《组织动员下新疆支边妇女的婚恋研究》，《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上海青年在新疆基本数字》（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Ｃ２１－２－２５５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通志·生产建设兵团志》，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页。
李福生主编、方英楷著：《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上卷，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３３页。
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第２２２９页。
鱼珊玲口述、易海涛访谈整理：《典型·信息员·普通人———新疆上海知青鱼珊玲话当年》，《史林》２０１８年增

刊。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赴沪招生工作组：《上海市知识青年进疆分配统计表》（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１４日），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档案馆藏，档号：００４－０５－０４７６。



相关领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教育领域为例，据粗略统计，新疆兵团的团场学校、文艺演

出队、卫生队和连队的文教、卫生员和小学教师７０％都是上海青年，其中，约有１万名上海青年担任
过教师，培养兵团学生数十万人。每当谈起自己的成长，昔日的学生都说：“上海知青老师是我们最

难忘的恩师。”①

二是政治面貌的转变。上海是典型的工商业城市，资产阶级比较集中，因此有许多青年的家庭出

身不好。据上海团市委统计，截至１９６３年１２月，上海共有资产阶级子女 ３２万人，占青年总数的
２３．２７％。② 就当时而言，家庭出身好的子女确实可获得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有论者指出，
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进疆的上海女青年中有５０％以上的家庭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③ 这可能是一种
经验判断，尚需做进一步考证。据统计，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新疆安置了“剥削阶级家庭”子女１万余人，
其中资产阶级家庭子女０．９２万人（包括少数大资本家和上层人士的子女）。④ 当时强调的是奔赴边
疆、支援边疆，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光荣行动，因此这对于多数家庭出身不好的上海青年来说无疑是一

次改变政治面貌的重要选择。截至１９６６年３月，新疆兵团安置的上海青年中党员有７００余名，出现
了像女青年应奋、鱼珊玲那样的先进标兵；有３万多人次获得五好工人、生产能手、五好干部等光荣称
号。伴随着政治面貌转变的是上海青年个人前途的改变。同期，新疆兵团安置的６．５万余名上海青
年中有２８００多名被提拔为各级干部。⑤ 改革开放后，新疆兵团的各项事业陆续恢复正常，此时上海
青年大规模得到提拔任用，或调离农业战线，少数上海女青年甚至被选拔到师级、兵团级的领导

岗位。⑥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底至１９６３年２月，《中国青年报》收到回乡知识青年的来信３５１件。在这些来信
中，有不少回乡青年表达了内心的苦闷，其中就包括婚姻问题。⑦ 这表明，在广大青年的心中，婚姻确

是其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前文已提及上海在动员时强调女青年要多于男青年，但实际情况如何尚

需进一步辨析，这中间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数据显示，至少在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新疆兵团安置的上
海青年中男性多于女性。其中，农一师在 １９６３年安置 １．５万余人，男青年占 ５６．４５％、女青年占
４３.５５％；⑧这两年农二师共安置上海青年近０．７万人，男青年占５５．５７％、女青年占４４．４３％。⑨ 从
１９６５年开始，这一比例才逐渐被打破。以杨浦区为例，该区１９６５—１９６６年支援新疆的青年中女青年
占比大致在５４％—５５％左右。○10 这也说明，从１９６５年开始，女性的比例才真正高于男性，其在总人口
中的比例大致在５５％。尽管这样的一个数值大致与前两年的男女比例达到一个互补的效果，但需要
指出的是，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新疆安置的上海青年总人口要多于１９６５—１９６６年。因此，从人口的总数与
男女比例来看，女青年应少于男青年，这本身就会造成性别比失衡。一般而言，上海青年“互婚”的比

率极高，但也不排除上海知青“他婚”的情况。尤其是一些女青年往往与当地职工或复员军人结婚，

这种失衡便更加严重。例如，１９６３年进疆的上海女青年朱根娣便选择了与湖北支边青年自由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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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浦江魂 天山情———纪念上海知青赴新疆屯垦戍边五十周年图文集》，自印本，第４１、４２，４２页。
《资产阶级子女的一些情况》，《团的情况》（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３日），单印本文件。
张百顺：《西部边疆上海女知青采访录》，《中国青年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５期。
共青团上海市委统战部：《关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对支援新疆建设的一些思想动向的报告》（１９６６年），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Ｃ２３－２－２６４－７。
团上海市委：《关于三年来动员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军垦的工作报告》（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８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号：Ｃ２１－１－１１４１。
《回乡青年的四个苦闷》，《内部参考》（１９６３年３月２６日），单印本文件。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赴沪招生工作组：《上海市知识青年进疆分配统计表》（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１４日），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档案馆藏，档号：００４－０５－０４７６。
农二师政治部组织科：《上海青年思想劳动情况简结》（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４日），第二师库尔勒垦区档案馆藏，档号：

２２－８。
《关于１９６５年动员社会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情况和１９６６年工作的意见》（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６年支援农三师青年

情况》（１９６６年８月），杨浦区档案馆藏，档号：４７－４－１３２。



结婚。① 对此，从中央到新疆兵团都出台了相应的婚姻政策，以解决上海男青年婚姻难题。② 从人口

性别比来看，上海男青年“无象可对”主要还是兵团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所致。从这一点来看，上海

女青年选择到新疆去，选择与谁结婚，尤其是与非上海青年结婚，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自我选择、自我

反抗性别“压迫”的结果。笔者在走访部分“上海青年”时也发现，一些女青年选择与非上海男青年结

婚主要是自主选择。当然，这种选择背后的社会环境因素也需要做进一步的辨析。

图２　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新疆兵团人口性别变化趋势图（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李福生主编、方英楷著：《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下卷，第１５４５页。

　　就业包括劳动，但劳动未必等于就业。从上海女青年奔赴新疆的历程来看，就业是当时的一个重
要因素，但这种就业的初衷仍在于简单的体力劳动，所以就存在一定的矛盾，即单纯体力劳动女青年

并不占优势。不过，通过奔赴新疆，在新疆的劳动，广大上海女青年践行了男女都一样、男女平等的理

念，从事着与男性一样的劳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性别上的不平等。随着劳动的展开，上

海女青年在新疆兵团的婚姻选择权利也逐渐延展，她们不再简单地延续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那种被支配
的婚姻，进一步凸显了在劳动基础上的性别平等。

三、女性历史叙事的一元与多元

新疆兵团以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存在，其历史叙事与国家的宏大叙事相统一，其中，性别叙事在

新疆兵团历史中具有茂盛的生命力。一方面，兵团强调男女都一样的劳动观念，并产生了像“最美奋

斗者”、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金茂芳的故事；另一方面，兵团又有女性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历史叙

事，如前述婚姻问题。其实，历史本身充满着复杂性，尤其是从长时段来看更是如此。这在新疆兵团

安置的上海女青年身上有着非常强烈的体现。

（一）一脉相承的进步叙事

有学者认为，恩格斯的妇女观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观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自延安时期便是如

此。③ 确实，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便明确提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

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

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

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④而在延安时期，妇女的地位空前高涨。例如，１９３９年６月１日，《中国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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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海涛对朱根娣的口述访谈，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上海市杨浦区朱根娣家中。
易海涛：《制造“十万”：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数与历史记忆》，《安徽史学》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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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１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８１页。



女》创刊号刊载毛泽东的题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

……。”①但要提及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地位的重视可能要更早。例如，早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毛泽东在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便强调：“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

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

量。”②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解放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宣传还是实践层面，妇女解放都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在诸多学者

对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妇女解放史的研究中有非常明确的体现。例如，有学者指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
中国妇女运动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伴随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妇女解

放’、‘男女平等’成为社会主流话语，人人皆知；妇女被最广泛地动员起来———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

都完成了从家庭领域走向社会化生产的过程。”③也有研究发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国家在城市推行男
女平等、男性和女性都是“国家人”的背景下，妇女实现了就业方面的解放和两性义务平等。但是，

“国家人”的身份，使男性和女性都无法获得完全的个体意义的解放。④ 这些论述都说明，当时的妇女

解放都源于国家的推动，而这种推动也是一种历史惯性，是一种妇女解放理念及实践的持续深入。

不过，妇女解放是一项漫长的工程，非一日之功。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妇
女代表团时便指出：“妇女的权利在宪法中虽有规定，但是还需要努力执行才能全部实现。”⑤这就表

明，国家需要持续推动妇女解放。从大的历史进程来看，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女青年也是这种进步叙事

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而且，在这之前新疆兵团便展现了这样的历史图景。相较而言，新疆兵团更少受

到来自传统社会的性别束缚。２００７年播出的电视剧《戈壁母亲》成功地塑造了刘月季这个伟大的“戈
壁母亲”形象，讴歌了广大兵团妇女为新疆兵团事业的伟大付出。对此，该剧编剧韩天航认为，在兵

团这个大家庭里，有不计其数的山东大妈、江苏大嫂、湖南妹子，她们与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同把屯垦

戍边的事业发展壮大。⑥

（二）进步叙事缘于广大女性的积极参与

无论是从同时期其他女性地位提升来看，还是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进疆的女性来看，新中国成立后
女性的进步、女性地位在总体层面得到了极大提升。如前所述，这种提升确实缘于国家主导，但女性

个体的能动性也同样得到了极大体现。有论者对这一时段的妇女解放进行研究后发现，当时的妇女

解放虽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础之上，并受中国近现代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的

影响，是为民族、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因此带有强烈的工具性色彩”，“但这并不是说工

具性的妇女解放不含有个体解放的因素”。⑦这种个体解放缘于每个女性的切身参与，但最终仍是一

种女性进步主义的体现。正如有论者通过对香港妇女口述史的考察发现，“女性生命故事的叙述不

单是一个个人记忆的重述，更是一个创意的主体能动力的行使”。⑧

女性的参与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事实上，如果现在再去追溯这种历史叙事，就不难发

现这其实是一种当下仍在塑造的历史，因为女性仍在通过各种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例如，有学者在

考察陕南农村妇女的历史时发现，“她们塑造了一种进步的叙事，将自己描述成女德的典范，在有关

集体化时期的故事、记忆和制度都逐渐消失和不被重视的时代讲述她们的故事。这些年老的农村妇

女们讲述自己的过去，对获得当下的关注提出了有力的要求。”⑨由此可见，这种叙事目的更多在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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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作品、杨波、侯万里：《我的根在兵团———〈戈壁母亲〉编剧韩天航访谈录》，《兵团建设》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黄慧贞：《“主体的追寻”：口述历史作为香港妇女史研究的进路》，《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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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关注，但无疑又进一步强化了她们所参与的“进步的叙事”。

就新疆大规模安置的内地女性而言，她们进疆的动机很多，但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改变身

份。这本身就是对传统性别秩序的挑战。而且，新疆兵团更多了一种“军人”的身份，是对男女都一

样最好的诠释。新疆尤其是新疆兵团这一特殊场域下的女性所呈现出的共性就是“变”，而这种变又

与她们的劳动、就业等有直接关系。相较于内地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女性而言，成为新疆兵团职工

的女青年，她们对原来的身份有太多改变。这种改变需要艰辛的付出。例如，作为成长在大力宣传

“男女平等”的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女性，北京女知青马笑冬在云南兵团上山下乡时便对自己的女性
性别进行了反抗：“从不因来例假歇工，哪怕是冰凉的水田也照样往里跳”；“一直把自己看做一个特

殊的女人，男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我不能接受一般女人的命运。”①而作为来到新疆的上海女青年，

他们的文化程度更高。有研究指出，新疆安置的上海青年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应该在７０％左右，其
中初中生占大多数（应在总人数的５０％左右）。② 这种文化水平也有助于她们在后来获得更高的社
会地位，进而强化了这一进步叙事。

（三）多元的声音

２０００年８月上旬，在西安召开的“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关注 ＧＡＤ（社
会性别与发展）的操作化是这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与会学者认为要“倾听妇女的声音”。其中，

高小贤谈到三种现象：一是不去听妇女的声音；二是在倾听妇女声音中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把妇女

看作一个整体，几个妇女到会就认为妇女发声了，忽视了妇女之间的差异）；三是对倾听声音过程中

复杂的权力关系缺乏清醒认识。③ 这其实就是提醒大家在研究女性问题时要注意其多维立体的面

向，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如前所述，女性进步的历史毋庸置疑，但这种进步又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特

征。例如，有论者对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支边女性的历史有过高度概括：“在国家动员和妇女解
放的背景下，支边女性参加社会劳动、拥有工作、获得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传统性别文化下的性

别关系和地位有所改变，使女性自身的价值得到较高的评价，开辟出一条独特的女性解放路径。然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进疆这种行为选择，实现了女性社会性的‘集体解放’，却并未有效实现个体的

‘自我解放’。”④

上述论述指出了女性解放的局限性，丰富了其历史图景。事实上，解放本身有时也呈现出一定的

波动性，甚至走向了反方向。例如前文提及的女性不把自己当女性，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

对此，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在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３日至４月７日的全国安置工作座谈会上提
到，有些地区存在“年少体弱的青年，因劳动强度大，休息时间少而影响健康，特别是有些水田地区，

百分之八、九十的女青年患妇女病，甚至发生死亡事故”。⑤ 这确实是“工具化”的重要体现，但也与

特殊时期广大女性的自我选择有直接关系。因此，具体历史又需要具体分析。例如，同样是奔赴新

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女性与６０年代的上海青年就有一定区别，安置到不同地区的上海女青年也呈
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１９７４年８月，上海学习慰问团九江分团在江西调查发现，上海青年的婚姻、恋
爱问题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个就是“男尊女卑，婚后遭打”。⑥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进步叙事下

的多元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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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贤：《推动社会性别与发展本土化的努力———“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综述》，《妇女

研究论丛》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石彤、王颖、李洁：《不该淡忘的女性经验 不应缺失的性别审视———追寻新疆支边女性的历史足迹》，张李玺主

编：《追寻她们的人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性卷》第３卷，中国妇女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８４页。
国务院知青办：《知青工作文件选编（１９６２—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印，第６５页。
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４１１页。



余　论

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女青年的历史既有其他女性历史的一致性，但也有其复杂性。此前的诸多论

述往往强调了一致性，认为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女青年一开始就是出于解决男性的婚姻问题，这本身就

是一种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偏见，广大上海女青年到新疆兵团主要是出于上海的就业困难和新疆的广

阔安置空间。总体来看，这是一种性别上的不平等。但支援新疆也是上海女性解放的进步叙事，尤其

是她们在新疆的劳动更是如此。应该说，劳动确是解放女性的重要途径，尽管劳动本身也存在性别不

平等。基于劳动，支疆的上海女青年为自己争取到了平等的权利，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个人发展进

步，其婚姻也更加自由，而非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那种被组织安排的婚姻。据１９８１年３月统计发现，上海
青年与外地青年结婚者达３．３８万人。① 单纯就婚姻问题而言，在新疆的上海女青年较赴农村插队的
女青年有更大的选择权利。例如，有研究通过考察女知青的婚姻后发现，在农村社会，传统性别话语

基本是胜利的一方，它甚至可以借用革命的名义，对女性进行挤压。②

总之，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历史富有浓烈的性别色彩，其中既有一脉相承的女性进步叙事，也有

女性出于被支配地位的“工具化”问题，尤其是历史叙事中所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更是突出了这种

“工具化”问题。从上海青年支援新疆来看，这段历史反而突破了既有性别史研究中的“工具化”问

题：首先，女性只是当时支援新疆上海青年中的一部分，其主要还是作为劳动力资源，因此，相较于男

性而言，上海女青年并非理想劳动力，因此她们实际上是被上海、新疆双方所拒的；其次，上海女青年

在新疆劳动则平衡了这种所谓的性别不平等，这既延续了此前的历史叙事，也破除了一些被支配地位

的女性解放“工具化”叙事；最后，正是广大上海女青年的积极行动，才与其他广大女青年一道，汇聚

了国家政策引领下的女性进步叙事，这是广大个体参与下的历史叙事，是集体的、共有的历史，更是个

人的历史。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新疆人口工作与边疆长治久安”

（２１ＣＤＪ０２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易海涛（１９８９—　 ），男，四川仪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

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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